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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 1997 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
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
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 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
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
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
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
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
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
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
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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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救助是由政府承担责任，为城乡贫困家庭提供物质帮助，使这些家庭能够抵御生存危

机，从而维持他们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①。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
石，它解除的是困难群体的生存危机，是维护社会底线公平的制度安排，并具体体现着政府的公

共责任和社会的道德良心②。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国政府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政策安排，履行政
府责任、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城市低保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专门针对城市
贫困问题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是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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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保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基于家庭收入调查的现

金救助模式不仅符合国际通行的社会救助理念，而且体现了政府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上

所承担的责任，满足了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为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

系建设奠定了基础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公民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城市贫困新
问题的出现，构建一种既能满足城市贫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又能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低

保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我国现有维生型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做了深入探讨，分析了
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动因，最后提出发展型城市低保制度的构建路径。

二、我国维生型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
历经 18 年的大力推广和发展完善，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基本实现了制度

设计之初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也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有些是制度设计的缺陷引起的，有些则是

实践中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各种新情况带来的新问题。我国城市低保制度体现出强烈的维生
型救助特征: 首先，这是一种重生活保障轻经济发展的救助，体现出维持生计的导向而非发展导

向; 其次，重视居民当前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忽略了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 再次，这是一种消

耗式而非投资型的救助，因而会对财政支出造成巨大压力; 最后，维生型救助容易引发两个方面

的不满，其一是救助对象因为救助水平太低而对这一制度不满，其二是普通民众对这项制度

“养懒汉”和增加纳税人负担等负功能提出批评，从而导致对福利制度的态度出现分化。总体而
言，维生型救助无法应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权利进步、社会心理以及时代需求的救助新情势。
据学者研究，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实际覆盖范围有限，传统救济思想影响

较大，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不合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生活仍有困难②。从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况
看，一些地区对低保制度的理解不够，认为是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延续; 一些地区的民政部门缺

乏大局意识，单纯强调自身困难，不能积极争取和推动低保工作的落实; 很多地区的低保资金不

能保证，限制着“扩面”工作的开展; 低保对象的医疗需求非常突出; 对低保制度的宣传不够，
特别是对与之相应的公民权利强调不够③。此外，城市低保制度在形成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维
护救助者的尊严和自由、低保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④。总体而言，我国维生
型城市低保制度运作中主要面临以下发展困境:

( 一) 低保制度政策设计中的缺陷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政策设计中的缺陷主要体现为维生型救助理念、低保标准的制定问题和救
助责任不明晰。如上所述，目前我国城市低保制度体现的是维生型救助理念，这是为适应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经济形势和救助问题而创设的，现今的救助环境和形势已今非昔比，因而这
种落伍的救助理念越来越不合时宜，亟需主动变革。
其次，低保标准的制定方法有待改进。低保标准一般受社会发展目标、社会资源的多寡、社

会再分配的原则、社会各利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愿望等因素的影响⑤，《低保条例》并没有
明确规定各地低保标准制定的具体方法，所以各地低保标准确定的方法不尽相同。例如，合肥使
用最低生活支出方法 ( 基本需求方法) 、最低工资方法、恩格尔系数方法和相对贫困线四种方法
并将其平均来估计贫困线，上海选择最低生活支出方法和恩格尔系数方法，广州使用相对贫困线

方法，北京则使用最低生活支出方法⑥。由于标准制定没有相关的指导规章，目前制定比较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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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偏低，定期调整缺乏统一规范; 公布标准没有考虑到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影响，缺乏弹性; 各

地对于家庭收入的计算缺乏统一规定; 纯粹收入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困难①。现行低保标准仅
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

再就业②。
再次，城市低保制度救助责任不明晰。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承担低保救助是政府

责任的一大进步，意味着政府履行兜底的社会保护职能，确保贫困民众不至于堕入生活无着的困

境。但新近的福利理论指出，解决贫困问题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而要发动社会、家庭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共同协作，政府在其中发挥协调、监管和最后的安全网功能即可。这就需要处理好社会
救助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及其责任划分问题。城市低保救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责任也没有完
全理顺，特别是财政分担比例，中央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以进一步为地方政府减负，地方政府

才能将精力放在提高低保管理效能上。
( 二) 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不合理

首先，我国低保制度管理过程中基层民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现有制度规定，“保障标
准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当地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制定”，按照当地生活必需品费用和财政能
力确定。无论是标准制定，还是资格审核都给予地方官员较大的行政裁量权，容易催生极具地方
特色的政策“变通”做法③。低保制度的运作依赖于基层民政官员的执行，他们的管理理念、能
力、动机以及约束性条件都会影响其工作效能，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忽视制度规定，进
行选择性执行以及寻求寻租和徇私的空间。我国官僚体制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和法治意识的淡薄使
得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成为低保制度扭曲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其次，低保制度运作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 ( 1 )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
央政府需要确定地方政府上报的低保人数是否与其实际掌握的低保人数相同，即是否存在故意多

报的现象。( 2) 地方政府与代理机构，代理机构的工作直接影响数据的真实性④。中央和地方政
府的信息不对称将影响中央低保决策的科学性，导致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 地方政府与代理机构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地方政府无法真正监管代理机构的执行过程，造成监管空白和执行走样。
再次，低保制度的执行程序不规范。低保制度需要对申请者进行家庭经济调查，以确定其是

否符合法定受助条件; 在受助者享受低保金期间，还要对其进行追踪调查，以确认其是否因为从

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而超过法定标准从而丧失受助资格，这些执行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工⑤，执行和

监管成本较大，而且执行过程的合规性有赖于执行人员的公正执法。在资格审查中，经常存在低
保申请人和所在单位不配合或弄虚作假等问题，政府机构及其委托人目前还缺乏有效手段进行干

预和制止。低保制度在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搭便车现象，造成资源浪费⑥，使其功能大打
折扣。
( 三) 城市低保制度的功能异化

城市低保制度在实践中容易发生功能异化。首先，救助对象错位导致功能虚置，需要救助的
穷人没有得到满足，不符合低保标准的人却在享受福利。由于低保制度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主
要依靠申请对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来核定其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标准，这里面存在很多 “水
分”，一些申请对象隐瞒财产收入，提交虚假工资证明，骗取低保金，致使低保救济金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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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真正贫困的人群身上。葛道顺通过对大连市低保制度的调研发现有相当一批富裕者享受了低
保，如有人拿着手机、骑着摩托车去领保障金。其次，城市低保制度带来了救助 “副产品”。低
保制度并不能给受助对象带来富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反而给他们贴上 “污名化”标签，给低
保对象带来消极的心理影响，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并激发其进入就业市场的动力①。此外，低保
制度更多考虑贫困者的权利而较少考虑贫困者的义务，更多考虑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却较少考虑

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合②，不利于救助对象的健康发展。再次，救助理念引发的功能落伍，呈现出
重保障轻发展的倾向。经济援助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全能解决贫困者面临的社会排斥风险，单纯对
贫困群体实行收入维持的救助，只是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存需要，贫困者还是可能由于其他方面

的脱节而与社会隔离。因而，低保制度要改变传统的做法，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经济与社会
的协调发展，着眼于社会需要的界定及量度，重视社会机会的扩展、赋权和能力提升③。
( 四) 低保制度面临可持续发展压力

低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表现为救助与就业的脱节。低保制度希冀通过选择性的社会
救助让救助对象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生产和再就业。实践中，低保制度并
没有发挥促进就业的功能，2003 年北京市民政局的一项调查表明，低保对象中 58. 3%的人处于
45 岁以下的就业年龄段，就业率只有 6. 5% ; 在没有工作的低保对象中，46. 6%的人没有再就业
意愿。另一项调查可作为就业意愿不高的佐证: 无工作在 10 年以上的比例达到 31. 4%，5 年以
上的为 57. 2%，3 年以上的达到 71. 6%④。
其次，低保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从低保制度的发展实践看，城市低保制度的救助对象在

2002 年突破 2000 万人大关后，2005—2008 年分别达到了 2234. 2 万、2240. 1 万、2272. 1 万和
2334. 8 万人，2009 年更是创造了历史新高 2345. 6 万人，2010—2012 年分别为 2310. 5 万、
2276. 8 万和 2143. 5 万人，救助对象基本稳定在 2100—2300 万人左右⑤，这么庞大的低保救助数
量和逐年上涨的救助水平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强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再次，低保制度还会降低公众对福利制度的支持度。低保制度最初主要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

人，对这些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互助互济传统的社会救助比较容

易被人接受。但是，当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就业机会的失业者也享受同样待遇时，问题就变得复杂
起来⑥。公众会对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发展低保制度产生质疑，从而削弱公众对低保制度的支持，
一旦丧失社会共识，低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由维生型向发展型转型的动因分析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驱动，传统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

政策的提出和中国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转型的动因。
( 一) 传统福利理论的反思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

1970 年代中期以后，对传统福利国家的批判和反思一直持续至今。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削
减福利开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私有化或公私合作是过去 30 多年来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内容。
福利国家既不能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模式，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要建立一个积极的福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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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社会各个主体都能充分发挥各自作用①。吉登斯认为要积极地面对风险，要求国家干预，
但问题的解决需要多部门合作; 倡导有效的风险管理，增强人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鼓励人们追求

幸福②。积极的福利开支将不再完全由政府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提供③。
由于传统福利制度的诸多弊病，西方学者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的

短期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其政策导向侧重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投资和创造可持续经济
增长的社会环境，尽量避免对经济的副作用，推行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社会政策，即面向医疗、
教育、儿童的社会政策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 社会政策嵌于经济发展政策
中，发展是最重要的主题，经济发展之后才能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益，增加就业岗位和民众收入。
( 2) 社会政策直接涉及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对一些部门如医疗卫生部门的补贴，以及面向公
共住房、教育、公共交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项目。 ( 3 ) 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和福利有直
接影响的政策。( 4) 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影响收入保障，如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⑤。
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型社会政策既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又注重福

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认为经济和社会是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和经济发展构
成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发展; 而如果缺乏作为整体人口的社会福利改

善，经济发展也是没有意义的⑥。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社会福利，具有社会
投资或生产主义的取向，倡议走福利多元主义道路。现代社会政策要求遵循发展理念，关注贫困
群体的发展权和发展能力，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⑦，从提供收入保障转向社会融合，从维持生存

到促进发展⑧。现代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要在
满足个体生存需要基础上为受助者提供重返主流社会的机会，注重教育投资以提高他们的社会竞

争力，实现个体的发展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政策从关注经济性资源分配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关系如地位和权
利的分配瑏瑠，认为社会、政治及经济部门之间具有较多的重叠性，因而是不可分离的; 政府要介
入市场和家庭、社区及福利制度，使公民在资源分配、地位及权利上达致平等瑏瑡; 注重投资人力
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物质利益瑏瑢。新型福利国家的特点是既致力于基本福利服务的提供，也努力
使福利与工作联系在一起，让人们得到工作并以此获得报酬和各种福利服务。如此，福利提供尤
其是教育和卫生等服务就有了社会投资意义，从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因而关键要在经济和
社会政策之间建立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强调责任和机会重新确立工作与福

利的关系瑏瑣。梅志里主张将社会资源分配于具有生产性和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计划，由此提高社
会成员的经济参与能力，进而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融合体现在两个
方面: 经济发展必须是包容、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是要让社会所有成员能分享经济发展
带来的成果; 社会福利应以社会投资为导向，以提高人们参与经济的能力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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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压力

1． 民众社会权利意识的进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我国建立了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体系，对弱势群

体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成为政府的基本责任。民众对社会福利权利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政府不
仅要提供基本的社会救助和福利项目，在福利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也要不断契合时代发展要求
与民众需求; 不仅要提供物质帮助，还要提供权利救济和发展机会。换言之，社会福利要从单纯
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拓展到维护其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些越来越高的福利要求迫使
政府在福利制度的设计上改革传统的救济理念，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福利思想，设计出让民

众满意，对社会发展有利的福利制度体系。中国现有城市低保制度只能满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需求，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多元社会风险的挑战，也难以满足民众的社会权利

和发展需求。
2． 政府财政支出的持续压力
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项目需要雄厚的财政作为保障。西方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福利

国家展开反思，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利支出使他们背负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应对不
断增长的福利支出，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但这样做又会拖累经济发展，引发其他民众不满。尽
管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起步较晚，水平不高，但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发展路径，也要承担不断

膨胀的低保支出压力。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从 2007 年到 2012 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分
别为: 5447. 16 亿元、6804. 29 亿元、7606. 68 亿元、9130. 62 亿元、11109. 40 亿元和 12585. 52
亿元①，6 年时间社保支出增加了一倍多，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连年增加，对政府财政是
一个巨大的压力和考验。而且随着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养老领域的支出
会越来越多，因此需要盘活现有的人力资源，激活其进入就业市场的动力。

3．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是一种救济型和维生型救助，只能暂时解决救助对象当前的生活困境，

对救助对象的未来发展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其次，低保制度作为一种消耗式的政策设计，它每年
都需要政府投入巨大资源对其进行保障，如果不能对救助对象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这么庞大的

资源消耗将影响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社会保障和救助本身带有 “劫富济贫”的色彩，
对非救助对象而言，这笔开支来自于他们贡献的税收，这就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对福利政策的批

评，从而降低大众对福利制度的支持。
总之，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以及我国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压力构成

了促使我国城市低保制度从维生型向发展型救助转型的综合动力，这就要求对现有低保制度进行

主动变革，增强其救助的主动效能和发展效应，以更好适应外部发展情势和制度本身面临的内在

困境与压力。

四、中国发展型城市低保制度的构建路径
中国发展型低保制度要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有机协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救助的双重进

步; 将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社会救助中的公平两种价值有机融合; 将满足当下需求与实现未来能

力发展有机对接; 将财政支出与投资收益联系起来。我国发展型城市低保制度的构建要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
我国普惠型的社会救助意味着将社会救助维持在符合一定条件的群体都能享受福利的范围

内，让低收入者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体验国家责任和社会道德的支持。普惠型救助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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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拓展的现实要求，契合了公民权利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的要求，实现和维护公民个体权

利、尊严和自由。在阿玛蒂亚·森看来，福利的基础是指一个人选择他或她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
实质性自由，免于疾病侵害、足够的营养、创业机会、教育与就业机会、自我实现等①，即保护
和拓展人的可行能力。这对我国社会救助的实践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救助水平而言，则
应该维持在一个中间水平，不能太低而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需求，也不宜太高超越国家

财政和社会心理的承受度，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将普惠型、中间型和发展型结合起来，使我国
城市低保制度获得更强的发展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救助的良性运转。中国未来的社会救助
要从消极救助、被动救助和消耗型救助转变为积极、主动和发展型救助，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源的
开发和培训，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掘，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来缓解贫困问题，消除贫困产

生的社会根源。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即将社会政策资金重点投向诸如能够改善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技能的社会项目上，重在提高社会群体参与经
济竞争的能力，致力于消除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②。总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
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则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

方，从而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的新
型城市救助体系。
( 二) 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

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很大程度上与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以及被市场

排斥有关。因此，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倡为受助对象提供就业机会，提升其就业能力，帮助其重新
回归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许多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都围绕支持就业和工作展开，典
型的有 welfare-to-work和 welfare-in-work，前者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后者是在受助者
就业后继续给予支持的各种福利和服务。总之，这些社会政策的核心是帮助和鼓励受助者参加
工作③。

首先，加强对救助对象就业的激励机制设计。逐步调整现行救助标准，建立让就业家庭有利
可图、隐性就业得不偿失的经济机制，促进就业和救助的联动④。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建立
规范化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为有效防止福利依
赖，促进再就业，可以加大无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的救助差别，降低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的救助标准，规定救助期限，并在救助期限内逐步减少救助金额; 在支付方

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金支付; 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

时性就业岗位，将救助金转化为推动其工作的劳动津贴⑤。
其次，创新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就业培训。采取给予一定就业补贴、自主创业补贴和用人单

位补贴等措施，鼓励困难群体中有劳动能力的对象积极就业。民政部门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
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培训，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 提升就

业培训的针对性，根据无业人员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条件，制定可行的培训方案，增加适
合“4050”人员的培训项目; 把贫困群体作为特殊就业服务对象给予重点帮扶，使其享受免费
的就业培训和岗位推荐。

再次，扩大低保叠加政策的覆盖范围，增强就业意愿。由于低保叠加政策多、含金量较高，
部分有就业能力、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居民将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种待遇，担心就业后会被退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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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因此，可以扩大一些低保叠加政策的覆盖范围，比如将低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纳入教育救助
范围，将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减少叠加政策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后的影响，

即便一些低保对象因就业退出了低保，只要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也照样可以享受叠加政策，从而

激发救助对象的就业积极性。
( 三) 优化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

从低保工作的管理环节优化低保的管理体制和执行程序，不断提升低保工作效能。
( 1) 建立分层管理的低保工作管理网络。创新低保管理体系，重构低保管理过程中不同主体

的角色和职能。建立独立的低保专业机构，聘用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从事低保工作，政府
充当政策制定者、出资者和监督、管理者的角色①。将低保工作的管理重心下移并加强对基层执
行的监管。构建分层负责的低保制度执行体制: 以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街道为救助网络中心，建
立街道低保管理事务所，配备合适的工作人员; 在居委会配备社会救助工作员，受街道事务所领

导; 市和区两级民政机构承担信息管理并进行监管和政策的制定与细化②。
( 2) 完善救助对象的收入核对机制。依托居民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加强对低保家庭收入、财

产核对的准确性。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及时掌握低保家庭的收入、财产增量，避免出
现低保家庭转移财产收入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家庭收入和财产申报审核制度，对不如实申报收入
和财产的家庭，采取相应惩处措施。加强民政、社保、教育、住房、公安等部门之间的资源共
享，将多部门的业务纳入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社会救助 “一口统计”系统。民政部门根
据“一口统计”系统数据定期对社会救助情况进行公示，加强对新进受助人员的审核。

( 3) 构建有效的低保救助监督和惩戒机制。所有申请对象享受救助前，应对其家庭情况、拟
享受救助政策等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公示; 对复审后情况有变化的受助对象，也要进行公示且公示

时间不少于一周。同时，畅通举报监督渠道，在市、区、街镇相关部门设举报电话，并在网站上
设举报监督专栏，接受公众监督。定期召开社区居民听证会，收集救助对象的需求信息，畅通其
需求表达通道，公开听取受助对象所在社区的居委干部、邻居等对其是否符合救助条件的意见，
确保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加大低保救助的惩戒力度，对虚报、瞒报和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保
以及在接受救助期间个人或家庭成员就业、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继续
领取救助款物的，在追回其已经领取的救助款物的同时，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将个人在申请社会
救助时的信用情况纳入诚信指标体系中，约束个人的弄虚作假行为。

( 4) 完善低保制度的退出机制。建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收入和生活困难评估机制，通过动
态管理的方式让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好转或者其困难状况已经缓解的家庭退出低保③。上海市杨浦
区的做法值得借鉴。根据规定，低保家庭中处于就业年龄段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重新就业后，能
主动、及时、如实向申领低保金的街道镇救助事务管理所申报收入状况的，可享受救助渐退政
策。其中因政府推荐就业后退出低保的家庭，一次性发给 “渐退金”; 因自谋职业而退出低保的
家庭，按“渐退金”的两倍一次性发给。这项政策的本意是给就业的低保对象提供有力支撑，
激励低保对象积极就业④，这也有利于低保制度的退出机制的构建。

结 语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创建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低保制度的发展演化也要不断适应环境

的变化与社会问题的挑战。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现在到了一个需要主动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低保
制度的制度目标、价值追求与实际功效需要契合社会问题的解决、民众需求的满足、财政承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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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会共识的全新形势。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社会问题的多发性，社会需求的复杂
性以及社会心态的易变性，城市低保制度的变革需要从维生型迈向发展型，即发展型的救助理

念，普惠型的救助取向，中间型的救助水平，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情势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低保制

度，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奠定保障基石。
( 责任编辑: 顾奕君 潇湘子)

The Ｒesearch on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for Urban Ｒesidents in China

Chen Shuisheng
Abstract: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for urban resident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residents' life，alleviating urban povert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77． But due to the change of system design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suffered many
development predicaments，such as defects in policy design， irrationality of management，functional
alien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The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 on
social welfare，the proposing of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pressure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type of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needs to structure the
rescue system that mix together Pratt ＆ Whitney type，middle type and development-oriented type．
Besides，we should creative linkage mechanism of social assistance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we
need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execution mechanism． In general，the value concept of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for urban residents is development-oriented type，the system orientation is
Pratt ＆ Whitney type，and the rescue level is middle type． These three should organicly integrate to build
sustainable urban assistance system that meet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meets the
basic demand for people and i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of welfare development．

Keywords: Social Assistance;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System for Urban Ｒesidents; Subsistence
Type; Development-oriented Type; Pratt ＆ Whitne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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